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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多维贫困减缓效应研究 

——基于相对贫困的视角 

王艺容 赵丙奇
1
 

( 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选取 2008—2017 年我国 30 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在进一步分析中探讨了地区异质性与普惠金融水平的门槛效应等问题。结果表明:

普惠金融发展对各省农村的收入、健康、教育、权利贫困减缓和总体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均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普惠金融的多维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存在地区间异质性,对中部地区贫困减缓作用最大;随着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普

惠金融发展对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总体来说,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值得充分发挥。 

【关键词】：普惠金融 多维贫困 相对贫困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脱贫攻坚难题得到有效解决。2020 年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从消除

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1],开展脱贫攻坚就是从教育、收入、健康状况等方面对相对贫困进行阐述,这与多维贫困的

研究理念是相吻合的。阿玛迪亚·森等人对多维贫困有自己深刻的理解[2-5]。他们关注的不仅是穷人的收入分配,还包括贫困的程

度,以及穷人进入市场、获取教育和健康等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相对剥夺状况。我国尚未明确多维扶贫标准,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

的长效机制需要尽快明晰和确立多维扶贫的标准和思路[6]。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等文件明确提出需要重点关注金融扶贫工作。而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一个

热门方向,旨在尽可能地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相应合理的金融服务。如何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来提升治理我国多维相对贫困的

效率水平是今后我国扶贫研究的热点问题。 

1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当前学者们对普惠金融缓解农村贫困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例如,Burgess 等学者(2005)发现增加印度农村地区

的银行数量可以显著减缓印度地区农村的贫困[7]。张立军等学者(2006)发现小额信贷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从而减缓贫

困程度
[8]
。Dupas 和 Robinson(2013)发现当肯尼亚的穷人能够获得并有效利用金融账户时,其消费和收入状况就能得到改善

[9]
。

卢盼盼(2017)实证检验了我国发展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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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学者提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金融市场条件的制约。Jia(2010)发现金融市场和制度的

不完善会影响穷人获得合理融资[11]。罗斯丹(2016)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普惠金融减贫效应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
[12]
。 

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普惠金融缓解农村贫困已有较为深刻的研究成果。但是,大多数学者只从收入水平反映农村贫困缓解情

况。然而鉴于当前中国贫困形成的多重原因,我们要从多个维度综合考虑农村贫困表现,并且结合我国 2020年以后更加关注的相

对贫困状况,需要从“贫”(相对基本需要)和“困”(相对基本能力)的角度分析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13]。 

因此,本文将普惠金融作用于相对贫困减缓的方式划分为缓解收入、健康、教育和权利贫困 4 个维度,即普惠金融通过相应

的机制影响到贫困人群的相对基本需要和相对基本能力两个方面,从而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并且本文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

务可得性和金融服务效用性 3个维度科学测度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多

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在进一步分析中探讨了地区异质性与普惠金融水平的门槛效应等问题。 

2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算 

根据我国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情况和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14-15],整理出一个代表性较强的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共由 3个维度、12个具体指标构成。第一个维度是金融服务渗透性,具体指标包括每万平方公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

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公里从业人员数和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第二个维度是金融服务可得性,具体指

标包括金融机构人均存款余额、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人均贷款余额和保险密度(保险收入/人口);第三个维度是金

融服务效用性,具体指标包括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该地区 GDP比重、居民储蓄存款占 GDP的比重、金融机构贷款占 GDP的比重和

保险深度(保险收入/GDP)。 

在测算方法上,本文参考刘亦文(2018)的做法[16],采用变异系数法为各维度赋予一定的权重来测度各省份的普惠金融水平

(ifi)值。由于西藏地区相关数据缺失,本文选取的样本区域为我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 30 个地区,选择的样本期为 2008—2017

年,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具体的测算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为 2008—2017年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看出,各省份的 ifi值最小取 0.0162,最大取 0.8336。大部分地区的 ifi

的数值都比较小,只有中东部例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的 ifi 值较高。这说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整体还比较低,在这十

年间各省地区的普惠金融虽然也在快速发展,但仍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且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性。 

表 1各地区 2008—2017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值 

省份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安徽 0.0460 0.0541 0.0595 0.0622 0.0627 0.0739 0.0808 0.0945 0.0994 0.1058 

北京 0.3508 0.3818 0.4012 0.4064 0.4261 0.4434 0.4805 0.5016 0.5126 0.5131 

福建 0.0636 0.0727 0.0781 0.0810 0.0900 0.0997 0.1074 0.1155 0.1236 0.1267 

甘肃 0.0306 0.0395 0.0439 0.0461 0.0526 0.0595 0.0672 0.0791 0.0865 0.0908 

广东 0.1102 0.1205 0.1238 0.1358 0.1506 0.1568 0.1701 0.1819 0.1927 0.1991 

广西 0.0162 0.0282 0.0337 0.0354 0.0413 0.0466 0.0512 0.0573 0.0646 0.0691 



 

 3 

贵州 0.0216 0.0275 0.0356 0.0367 0.0404 0.0507 0.0573 0.0652 0.0742 0.0796 

海南 0.0475 0.0557 0.0647 0.0676 0.0726 0.0805 0.0875 0.1009 0.1106 0.1183 

河北 0.0609 0.0718 0.0753 0.0749 0.0817 0.0896 0.0973 0.1102 0.1200 0.1285 

河南 0.0567 0.0606 0.0667 0.0690 0.0765 0.0838 0.0870 0.0991 0.1128 0.1263 

黑龙江 0.0358 0.0452 0.0476 0.0475 0.0538 0.0603 0.0685 0.0780 0.0841 0.0915 

湖北 0.0446 0.0515 0.0566 0.0574 0.0628 0.0701 0.0763 0.0851 0.0871 0.0964 

湖南 0.0374 0.0442 0.0454 0.0469 0.0512 0.0558 0.0617 0.0709 0.0788 0.0802 

吉林 0.0481 0.0544 0.0603 0.0555 0.0623 0.0683 0.0777 0.0901 0.1027 0.1115 

江苏 0.1096 0.1160 0.1306 0.1373 0.1499 0.1615 0.1730 0.1907 0.2012 0.2188 

江西 0.0359 0.0436 0.0465 0.0496 0.0557 0.0622 0.0702 0.0810 0.0893 0.0960 

辽宁 0.0948 0.0925 0.1088 0.1114 0.1143 0.1282 0.1382 0.1524 0.1687 0.1742 

内蒙古 0.0212 0.0316 0.0375 0.0406 0.0489 0.0533 0.0593 0.0689 0.0810 0.0928 

宁夏 0.0489 0.0578 0.0634 0.0660 0.0744 0.0808 0.0873 0.0981 0.1014 0.1065 

青海 0.0252 0.0344 0.0403 0.0446 0.0543 0.0633 0.0567 0.0792 0.0870 0.0911 

山东 0.0692 0.0837 0.0906 0.0953 0.1020 0.1131 0.1215 0.1262 0.1422 0.1478 

山西 0.0676 0.0813 0.0819 0.0889 0.0948 0.1061 0.1044 0.1183 0.1283 0.1323 

陕西 0.0510 0.0606 0.0673 0.0678 0.0726 0.0814 0.0868 0.0992 0.1067 0.1128 

上海 0.5357 0.5441 0.6436 0.6636 0.6983 0.7377 0.7592 0.7941 0.8257 0.8336 

四川 0.0426 0.0514 0.0638 0.0661 0.0726 0.0797 0.0870 0.0944 0.1030 0.1077 

天津 0.2204 0.2460 0.2637 0.2722 0.2864 0.2995 0.3108 0.3300 0.3461 0.3506 

新疆 0.0232 0.0334 0.0396 0.0435 0.0510 0.0564 0.0609 0.0676 0.0755 0.0817 

云南 0.0215 0.0338 0.0382 0.0291 0.0420 0.0459 0.0505 0.0567 0.0617 0.0649 

浙江 0.1357 0.1552 0.1700 0.1765 0.1887 0.2009 0.2159 0.2249 0.2362 0.2390 

重庆 0.0621 0.0726 0.0812 0.0906 0.0979 0.1069 0.1138 0.1165 0.1181 0.1244 

 

3 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检验 

3.1模型的构建 

本文的实证模型不仅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还引入了农村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支出和城镇化水平 3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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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来较为全面地探讨贫困减缓效应。构建面板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θ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γ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 y 代表各省市区域贫困减缓水平,按照多维相对贫困的概念,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

“困”的社会发展维度,本文将贫困缓解分为收入、健康、教育和权利贫困缓解,因此被解释变量 ydw、ysr、yjk、yjy和 yql分别为总

体多维贫困减缓、收入贫困减缓、健康贫困减缓、教育贫困减缓和权利贫困减缓。其中,收入贫困减缓用农村人均收入表示;健

康贫困减缓由全年入院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入院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贫困群体有医疗保障进行就医的充分性;教育

贫困减缓用该地区高中阶段的师生比表示,每位高中生拥有的老师数越多,说明该区域的教育水平较高,反映一定程度上的教育

贫困减缓;权利贫困减缓用社会组织、自治组织数量表示,并进行对数化处理,该数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居民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体现农户的社会权利地位。将 ysr、yjk、yjy和 yql通过标准化处理后,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个贫困维度的具体权重,

之后合成总体多维贫困减缓 ydw。 

解释变量中,ifi 代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在借鉴前人的研究综合考虑后如下:包括经济水平

(lnrgdp)、政府支出水平(gov)和城镇化率(urban)。经济增长(lnrgdp)可以通过经济的涓滴效应和政府增加对“三农”支出等

方面来影响农村贫困减缓。政府支出水平(gov)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支出来支持农畜牧业从而推动农村贫困减缓。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可以通过保障农户基本公共服务和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等方面来影响农村贫困减缓。 

3.2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样本研究期间为 2008—201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等。

表 2为各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 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dw ysr、yjk、yjy和 yql加权而得 0.2932 0.1199 0.0634 0.6170 

ysr 该省农村人均收入的对数化 9.0279 0.4808 7.9098 10.2337 

yjk 该省医疗机构住院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 0.1239 0.0433 0.0391 0.2242 

yjy 该省每位高中生所拥有的老师人数 0.0701 0.0144 0.0473 0.1308 

yql 该省社会自治组织个数的对数化 9.7046 0.8340 7.8954 11.3597 

ifi 普惠金融指数 0.1243 0.1381 0.0162 0.8336 

lnrgdp 该省人均 GDP的对数化 10.5737 0.5120 9.2007 11.7675 

gov 该省财政支出与 GDP的比值 0.4049 0.2198 0.0874 1.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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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该省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0.5449 0.1330 0.2911 0.8960 

 

3.3实证结果分析 

3.3.1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回归前对实证模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后决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多维贫困回归结果 

变量 收入贫困减缓 健康贫困减缓 教育贫困减缓 权利贫困减缓 总体多维相对贫困减缓 

ifi 2.0958*** 0.3402*** 0.1349*** 0.3125** 1.3116*** 

 
(0.1784) (0.0444) (0.0107) (0.1292) (0.0669) 

lnrgdp 0.5884*** 0.0684*** 0.0022 -0.0297 0.1082*** 

 
(0.0422) (0.0105) (0.0025) (0.0306) (0.0159) 

gov 0.1525*** 0.0312*** -0.0074*** 0.1312*** -0.0013 

 
(0.0463) (0.0115) (0.0027) (0.0335) (0.0174) 

urban 2.7209*** 0.0695 0.0563*** -0.4838*** 0.3682*** 

 
(0.2515) (0.0627) (0.0151) (0.1821) (0.0944) 

常数 1.0005
***
 -0.6925

***
 0.0020 10.1900

***
 -1.2141

***
 

 
(0.3265) (0.0813) (0.0197) (0.2364) (0.1225) 

R2 0.9716 0.8508 0.7103 0.1132 0.9275 

F-statistic 2270.99 379.15 163.05 8.49 851.09 

 

由表 3 可知,模型的控制变量基本都较为显著,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地推动收入贫困减缓、健康贫困减缓和总体多维相对贫困

减缓;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够显著地改善贫困人群的收入、健康和权利状况,而对教育贫困减缓为负向影响,这可能与政府支出扩大

不能带来教师数量增多有关;城镇化率的提升能够显著地促进收入、教育和总体多维相对贫困减缓,但对权利贫困减缓为负向影

响,这可能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农村整体社会自治组织的数量减少有关。 

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各省农村贫困人群的收入、健康、教育、权利和总体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均起到

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从各个分维度上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户的收入贫困减缓起着最大积极影响,该系数为 2.0958,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教育贫困减缓的积极作用相对较小,但整体该系数也显著的为正;普惠金融的发展对

健康贫困减缓和权利贫困减缓的积极影响程度相似。从总体多维相对贫困减缓来看,该系数为 1.3116,在 1%水平上显著,且该模

型的拟合度为 0.9275,拟合程度较高,可以充分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积极推动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减缓。普惠金融从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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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两个维度上都给农村地区的贫困减缓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不仅改善了贫困群体的生活生存的相对基本需要状况,也提

高了其进一步发展的相对基本能力,是解决 2020年以后更加凸显的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方式。 

3.3.2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区异质性以及普惠金融水平高低所带来的不同贫困减缓效应,本文对实证模型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多维相对贫困减缓效应的异质性与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ifi≤0.3506 ifi>0.3506 

ifi 1.1978*** 2.6021*** 2.1538*** 2.2674*** 1.0643*** 

 
(0.0817) (0.011) (0.3231) (0.1150) (0.0632) 

lnrgdp 0.1191*** 0.0570** 0.1233*** 0.0985*** 

 
(0.0274) (0.0269) (0.0241) (0.0137) 

gov -0.0215 0.1510*** 0.0039 0.0233 

 
(0.0404) (0.0487) (0.0158) (0.0152) 

urban 0.5433*** -0.1246 -0.2684 -0.0928 

 
(0.1379) (0.1929) (0.1977) (0.0945) 

常数 -1.5669*** -0.4880** -1.0545*** -0.0425*** 

 
(0.2174) (0.2269) (0.1854) (0.1094) 

R
2
 0.9566 0.9181 0.9515 0.9463 

F-statistic 524.05 240.93 377.65 933.33 

 

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本文将 30 个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多维相对贫困

减缓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从系数的绝对值上可以看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部地区贫困减缓作用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

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贫困状况相对于中西部来说并不是太严峻,尽管普惠金融水平最高,但其所带来的贫困减缓效应相对于

中西部来说变化没有那么大。而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积极效应略低于中部地区,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不

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关。 

考虑到普惠金融水平高低所带来的贫困减缓效应的门槛性,本文进行了门槛效应检验,最终检测到单一门槛0.3506,且P值在

1%水平下显著。可以从表 4 中看出,当普惠金融水平小于 0.3506 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相对贫困减缓的积极效应较大;当普

惠金融水平大于 0.3506 时,虽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相对贫困减缓仍为正向影响,但系数却显著地减小了,这表明普惠金融发

展对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存在边际递减的效应。但结合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门槛值以下,普惠金融对

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仍值得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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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 

本文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和金融服务效用性 3 个维度实证测算了 2008—2017 年我国大陆除西藏以外 30 个

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健康、教育、权利贫困减缓和总体多维

贫困减缓的影响,并在进一步分析中探讨了地区异质性与普惠金融水平的门槛效应等问题。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各省

农村的收入、健康、教育、权利贫困减缓和总体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均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普惠金融的多维相对贫困减缓效应

存在地区间异质性,对中部地区贫困减缓作用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贫困减缓作用相对较小;随着普惠金融水平的提

高,普惠金融发展对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存在边际递减的效应,但考虑到当前我国大部分省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处于门槛值以下,

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仍有待充分发挥。 

4.2政策启示 

一是要确立普惠金融助推多维相对贫困的整体战略和总体布局。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提高了贫困群体的相对基本生活需求,而且提高了他们进一步发展的相对基本

能力,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牵头,地方政府配合,制定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引导金融

机构优化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适配度,增强普惠金融促进收入、教育、健康和权力等多维减贫的适应性。二是要强化金融机构提

升普惠金融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金融机构要积极围绕普惠金融需求,加强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紧密结合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生产、生活等场景,打造服务县域的普惠金融生态。三是要着力在经济欠发达省份提升普惠金融的

发展水平,增加该地区普惠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可得性和效用性。大多数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潜

力,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并给予优惠政策,对普惠金融有效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显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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